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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有可能因应用研究人员“内卷化”而受到抑

制。 本文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规模和强度）在基础研究资

本驱动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提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 研究发现：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对

ＴＦＰ 的推动作用显著地受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负向调节；一旦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超出一

定门槛值，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构成显著的负向作用；社会保障能够产生显著为正的二

次调节效应，征信覆盖面产生显著为负的二次调节效应，而征信信息深度和营商环境的二

次调节效应不显著。 这说明，随着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增多，研发人员容易陷入低水平重复

研发，在关键共性技术、颠覆性新技术等高风险领域的创新动力减弱，应用研究无法在创

新价值链中起中坚作用，反而拖累了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 这给中国推动基础科学引

领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强国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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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是我们从未知到已知、
从不确定性到确定性的必然选择”①。 基础研究指认识自然现象、揭示自然规律，获取新知识、新原

理、新方法的研究活动。 基础研究对应的是应用研究，后者指针对特定实际目标，获取新的应用知

识，创造或改进技术、工艺和产品的研究（Ｇｅｒｓｂａｃｈ 等，２０１８） ［１］。 随着基础科学发展及其成果应

用，经济发展将获得巨大收益（Ｎｅｌｓｏｎ，１９５９） ［２］。 根据 Ｈａｎｓｅｎ 和 Ｂｉｒｋｉｎｓｈａｗ（２００７） ［３］、余泳泽和刘

大勇（２０１３） ［４］的研究，创新价值链包括知识创新、科研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序贯步骤。 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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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创新链起始端，从求知欲出发、以知识创新为目标、以学科逻辑为主线，具有根本性和前瞻性，
对应较高的技术机会和更大的溢出范围，对成果转化应用的外部支撑条件也更为敏感。 现阶段我

国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塑造发展新优势，应辩证借鉴国际经验，加大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同时，优化适

用于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支撑机制。
现有文献探究基础研究向生产力转化的制约因素时，多从前端寻找知识偏性的成因，如知识产

权保护不力导致研究领域分散、非竞争资助引起反向激励等，或从后端分析产业化阻碍，如营商环

境、企业家能力等方面不足，然而，较少关注创新链的中间部分———知识成果转化为技术成果的过

程。 这一过程须由应用研究部门投入人员来对接、整合和再开发知识成果，使其从“有用”走向“可
用”。 应用研究人员之间既有互补性，又有竞争性，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规模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力

资本的使用方式和绩效，进而决定着此转化环节的完成度。 对经济体而言，具有科研资质的人员规

模越大，通常意味着智力要素越充裕，越有利于经济体的长远收益。 然而，若是在原始创新低潮期，
应用研究人员过多反而易引发逆向选择，有损即期收益。 因此，着眼基础研究成果驱动经济发展的

全链条，找到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合意规模及配比，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应用研究人员拥挤化抑制基础研究成果转化的现象可描述为“内卷化”。 内卷化最初指的是

农业内卷化，即 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６３） ［５］发现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水稻种植业“没有发展的增长”现象。 其

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劳动力相比其他资源增长更快，劳均资源减少导致竞争持续加剧；二是投入

更多劳动量精耕细作，也能够获得更多产出，根本性创新反而难以获得较高收益；三是农业劳动力

很难转换职业或空间流动，只能卷入数量型竞争。 以上三点同当今不少国家的科研部门情况类似。
一国平均受教育程度通常不可逆，导致科研从业者越来越多，摊薄了劳均资源和收益，促使个体竞

争加剧；科技越发展，科研成果就越难评价，“以次充好”“以多胜优”不易被识别；沿着既有技术路

线把工艺做精做细，“精耕细作”也能赢得竞争，甚至期望收益高于根本性重大突破的收益。 一些

国家的应用研究难免面临内卷化造成的一系列困境。 应用研究人员越充裕，劳均资源越少，则创新

主体取得根本性突破的几率就越低，很可能用以较少资本投入就能完成的成果来替代。 如果这种

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各国是普遍现象，则意味着研发投入的低效配置，对人才、知识和科研经费都是

极大浪费，拖累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
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基于基础研究推动生产率提升的全链条，实证检验应用研究人员投入

对基础成果转化的影响，观察应用研究内卷化是否拖累了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 近年来已有研

究论证了高等教育或技术创新的内卷化（何亚群，２０１４［６］；张铤和程乐，２０２０［７］；Ｚｈａｎｇ 和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２２［８］）。 还有的专门探究了具体技术领域的内卷化及其破解之道，如房超等（２０２０） ［９］ 提出了推

动人工智能创新从内卷化走向有序进化的路径。 与之相比，本文可能有如下突破：第一，抓住了内

卷化的本质前提———劳均资源被稀释。 这里劳均资源是广义的资源，不单指应用研究经费投入，还
包括可被利用的基础性成果。 基础研究形成的新知识本身没有独占性和垄断性，一旦应用化便有

了排他性竞争性（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１４） ［１０］，应用研究人员增多会导致基础成果转化陷入过度竞争和逆向

选择。 第二，突破科研系统本身来探究内卷化的不利影响，以宏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为实

证检验的结果变量。 对科研部门而言，内卷化其实是一种变相激励，其弊端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
不利于全社会获得有效技术供给。 知识资本只有同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充分结合，才能推动生产

力发展，实现价值叠加（洪银兴，２０１７） ［１１］。 人员拥挤致使人力资本错配，难以有效承接知识资本并

撬动金融资本，受损的必然是宏观经济效率。 宏观 ＴＦＰ 是给定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投入及其组合形

式时经济能够达到的总产出，反映技术进步和结构变革的效能（蔡跃洲和付一夫，２０１７） ［１２］，是一国

经济内涵式发展状况的体现，在本文中作为内卷化发挥调节效应的被解释变量。 第三，本文结论显

示科研内卷化并非中国这种发展中大国的独有现象，很多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在过去十几年都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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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出现这一问题，只不过科研体系或社会体制变革能起到一定缓解作用，这一发现可为中国提供一

定借鉴和启示。

二、 研究假设

１．应用研究内卷化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宏观 ＴＦＰ 的调节机制

（１）应用研究部门增加人力资本投入的微观动机。 在创新价值链上，应用研究部门位于基础

研究的下游，要依照应用前景筛选基础研究成果，搜寻、甄别、鉴定其科学性和应用价值（Ｚｅｌｌｎｅｒ，
２００３） ［１３］。 进而，付出工作量进行再开发，形成实用型发明专利或标准，完成基础研究向生产力转

化的中间步骤。 此过程中，应用研究部门往往表现出大量投入人力资本的倾向。
在识别、获取基础研究提供的新知识后，应用研究部门要将其作为一项投入纳入生产函数，为

基础成果匹配生产要素，进行相应的专用性投资，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 由于基础研究与

应用研究存在显著的互补或协同关系（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１９８０［１４］；Ｖａｎ Ｒａａｎ 和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２００２［１５］；
Ｈｅｎａｒｄ 和 ＭｃＦａｄｙｅｎ，２００５［１６］），二者在资源投入的约束条件上有较强关联（Ｇａｒｉｃａｎｏ，２０００［１７］；Ｏｌｓｏｎ
等，２００１［１８］），两类研究物质资本的使用属性具有趋同性。 应用研究部门引入基础成果后，要及时

调整既有仪器设备的用途或购进新设备，这对其构成了一项较重的成本负担。 而且，技术复杂度越

高，基础知识更新得越快或者知识共性越突出，则应用研究部门大规模投入专用性资产的机会成本

就越高。 为规避有偏投资方向造成效率损失，对于应用前景相对不明朗或风险较高的创新领域，应
用研究部门通常会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来替代物质资本。 一旦发现技术路线有误或者基础科学有新

进展，很容易就能调整研发方向，有效控制物质资本构成的沉没成本损失。 当前各国受教育年限不

断提高，世界范围内自然科学和工程人才培养持续扩招，使有研发资质的人群扩容，恰能满足应用

研究部门的人才需求。 对单个研发机构来说，劳动力买方市场结构使其不用担心用工成本负担，加
大人员投入是其理性选择①。

（２）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增长拖累基础研究宏观绩效的机制。 宏观经济绩效并不等于微观收益

的简单加总。 虽然提高应用研究劳动力密集度符合单个研发机构利益，但整体层面可能引发“合
成谬误”，导致其整合、对接、再开发基础型成果的效率降低。 应用型成果规模增长的同时，可能难

以有效促使产业部门开发新产品、催生新产业、形成新业态。
一方面，应用研究部门加大人员投入，稀释了劳均资产和收益，对重大创新项目的支撑力减弱。

尤其以人力资本替代专用性实物资本，将抑制资产的质量和适配度，难以承载周期长、风险大、趋近

前沿面的研发活动。 研发人员得不到产出重大成果所需的资助强度和硬件设施，又面临着人员增

多加剧同行竞争和考评压力的局面。 为应对绩效考核，研发人员倾向进入对专用性物质资本要求

较低的创新领域，采取不需要太多试验次数和物耗的研发路径，以相对浅显、易于理解、边际贡献不

突出的基础成果作为知识来源，一定程度上选择性忽视具有根本性、突变性和先导性的理论成果，
减弱对取得重大突破的追求，在既有技术路线上细致地完善修补。 例如，把专利说明书写得更符合

语法，改变个别不重要的参数或规格，采用新材料、新外观设计，只要产出数量足够多同样能够胜

出，甚至期望收益还可能高于从事根本性创新的收益。
另一方面，内卷化会抑制应用研究人员回溯反馈的成效，基础研究得不到应用研究“反哺”。

基础研究成果是对事物规律的抽象化总结，往往对应着多个应用领域，具有共性化和外部性特征

（Ｈｅｎａｒｄ 和 ＭｃＦａｄｙｅｎ，２００５［１６］；Ｇｕｌｂｒａｎｄｓｅｎ 和 Ｋｙｖｉｋ，２０１０［１９］；Ａｋｃｉｇｉｔ 等，２０２１［２０］）。 基础研究要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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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用研究部门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还可能出于两方面微观动机：一是规模庞大的研发人员可保证足够多的相近类型专利

产出，拥有较大市场容错空间；二是可推行研发过程的分割化，单个人员无法掌握全部核心技术，避免关键人才流失造成重大损失。



得后续进展，或对既有成果修正完善，下游部门在开发过程中的反馈信息是必不可少的，可使其更

贴近消费习惯、商业环境、规制制度或伦理评价，经过积累和集成优化对创新链下游活动提供新的

启发。 一旦人员拥挤导致应用研究过程分割化、知识碎片化，应用研究人员将无法掌握知识来源的

全貌，也缺乏完成这一步骤的耐心，引起回溯反馈功能受限，基础研究的价值叠加效应被削弱，难以

有效促进宏观经济效率提升。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１：随着应用研究部门人员投入增加，基于基础研究成果的应用研究容易陷入内卷化，即应用

研究人员投入在基础研究投入对宏观 ＴＦＰ 的影响过程中起负向调节效应，应用研究人员拥挤抑制

了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的增进作用。
基础研究既是应用研究的源泉，还是应用研究部门向商业用户展示科学彻底性的名片（Ｖａｎ

Ｒａａｎ 和 Ｖａｎ Ｌｅｅｕｗｅｎ，２００２） ［１５］。 只要创新链发挥作用，基础科学能实现知识迁移，基础研究投入

对一国 ＴＦＰ 的整体影响依然为正。 然而，若应用研究部门人员过度拥挤，使技术研发普遍难以取

得实质性进展，则可能因无效科研投入和技术效率衰退，基础研究投入反而引起 ＴＦＰ 降低。 按照

假设 Ｈ１，应用研究人员增加促使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的影响线性递减，但并不是说基础研究投入

对 ＴＦＰ 的边际效应一开始就为负。 只有当应用研究人员拥挤超过一定限度，基础研究投入的正向

影响递减至临界点以下时，边际效应才可能转为负值。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２：基础研究投入对宏观 ＴＦＰ 的影响关系具有门槛效应特征，当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超过一定

门槛值时，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为负向影响，低于门槛值时为正向影响。
２．制度供给对内卷化拖累效应的弱化作用

一国可通过强化制度供给遏制应用研究内卷化的不利影响，减弱其对基础研究投入增进 ＴＦＰ
的拖累效应。 人员拥挤造成的内卷化主要发生于创新链的第二步———科研创新，即研发人员不愿

从事根本性创新，进入短平快的研发领域。 面对这种道德风险，公共部门可借助激励性和制约性制

度加以规制。 一方面，提高社会保障强度。 创新活动具有不确定性，若以覆盖面更广、更慷慨的社

会政策托底，有助于减轻创新者的后顾之忧；随着人口素质提高和财富积累，劳动力市场的初次分

配效应递减，有必要用再分配政策缩短社会流动阶梯两端的距离（蔡昉，２０２０） ［２１］。 社会保障能够

激励创新者“啃硬骨头”，增强科研群体内部流动性，提高其收益预期，缓解内卷化下的研发趋同和

重复进入。 另一方面，加强信用体系建设。 社会信用体系越完善，征信信息越具有深度和广度上的

优势，则研发短期行为越容易得到揭示和惩罚，“以次充好”“以多胜优”难以实现，倒逼研发人员主

动维护自身科研声誉，以破解重大技术难题为目标，提升研发产出的质量。 同时，严格的征信体系

促使研发群体遵守同等水准的科研道德和规范，可使联合攻关及产学研合作的几率增大，推动单体

项目的可支配资源扩容，拓展大科学装置的预算约束，分散创新风险，实现知识互补，催发根本性创

新（Ｗｉｎｎｉｎｋ 等，２０１６） ［２２］。
除了科研创新环节，针对产品创新的制度供给也有可能弥补应用研究人员拥挤的负面影响。

基于基础研究的应用成果对产业有效供给，转化为产业实用技术，推动其开发新产品、新业态、新
模式，才能完成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最后一跃”。 企业家精神决定着产业部门对创新活动，
尤其是对基于基础科学新进展的产品创新的投入。 便利化、自由化的营商环境可使企业家的兴

趣和精力不被寻租等非生产活动挤占（Ｂａｕｍｏｌ，１９９０［２３］；Ｍｕｒｐｈｙ 等，１９９３［２４］；Ｂｏｌｄｒｉｎ 和 Ｌｅｖｉｎｅ，
２００４［２５］），让其以较低成本实现“新的进入”。 若内卷化造成科学知识向高质量应用成果转化不

畅，则好的营商环境可能起到弥补作用，通过缩短商业循环周期加速上游创新及转化。 因此，本文

提出如下假设：
Ｈ３：一国在社会保障、信用体系、营商环境上表现越好，则越有可能弱化应用研究内卷化对基

础研究投入增进 ＴＦＰ 过程的拖累，即三个变量起正向的二次调节效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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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设计

１．实证模型

借鉴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０） ［２６］、王文和孙早（２０１６） ［２７］ 等，基于知识资本增长模型，构建基础研究资本

存量影响 ＴＦＰ 的基准计量模型：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α１ＢＲ ｉｔ ＋ α２ＡＲ ｉｔ ＋ ∑β ｊＸ ｊ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ＴＦＰ ｉｔ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国家 ｉ 在第 ｔ 年的 ＴＦＰ，ＢＲ ｉｔ为基础研究的资本存量，ＡＲ ｉｔ为应用

研究的资本存量，Ｘ ｊｉｔ为一组其他控制变量，μｉ、νｔ、εｉｔ分别为个体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随机扰

动项。 控制了 ＡＲ ｉｔ及其他控制变量时，若 ＢＲ ｉｔ的系数估计值 α^１ 显著为正，则可证明基础研究资本

投入能有效推动宏观 ＴＦＰ 提升。
为验证假设 Ｈ１，即应用研究人员拥挤化对基础研究投入增进 ＴＦＰ 过程的拖累效应，引入应用

研究的人员投入 ＡＲｈｕｍｉｔ，将该变量及其与 ＢＲ ｉｔ的交互项纳入计量模型，即：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α１ＢＲ ｉｔ ＋ α２ＡＲｈｕｍｉｔ ＋ α３（ＢＲ ｉｔ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α４ＡＲ ｉｔ

＋ ∑β ｊＸ ｊ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２）

　 　 根据 Ｊａｃｃａｒｄ 等（２００３） ［２８］，如果在加入交互项 ＢＲ ｉｔ × ＡＲｈｕｍｉｔ后，方程整体拟合优度高于未加

入时，且交互项系数估计值显著，则说明调节效应存在。 若该系数估计值为负，则 ＡＲｈｕｍｉｔ值越高，
ＢＲ ｉｔ对 ＴＦＰ ｉｔ的边际效应越小，即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增加弱化了基础研究对 ＴＦＰ 的贡献。 不过，在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２０１９） ［２９］看来，即使交互项系数显著，也不能直接确信结果无偏。 调节效应检验有

可能无法通过线性交互作用（ＬＩＥ）假设，或调节变量缺乏共同支持。 ＬＩＥ 假设要求核心解释变量对

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为如下形式：

ＭＥＢＲ ＝ ∂ＴＦＰ
∂ＢＲ ＝ α１ ＋ α３ＡＲｈｕｍ （３）

　 　 这意味着 ＡＲｈｕｍｉｔ每增加一单位，则使 ＢＲ ｉｔ对 ＴＦＰ ｉｔ的边际效应增加 α３ 个单位，并且在 ＢＲ ｉｔ的

整个定义域内 ＡＲｈｕｍｉｔ对 ＢＲ ｉｔ的边际效应不变，即为常数 α３。 假定存在两个不相等的 ＢＲ ｉｔ值，分别

为 ｂｒ１ 和 ｂｒ２，在 ＬＩＥ 假设下它们对应的 ＴＦＰ ｉｔ的差距则为：
Ｅｆｆ（ｂｒ１，ｂｒ２） ＝ ＴＦＰ（ＢＲ ＝ ｂｒ１ ＡＲｈｕｍ，Ｘ） － ＴＦＰ（ＢＲ ＝ ｂｒ２ ＡＲｈｕｍ，Ｘ）

＝ ［α０ ＋ α１ｂｒ１ ＋ α２ＡＲｈｕｍ ＋ α３（ｂｒ１ × ＡＲｈｕｍ）］
－ ［α０ ＋ α１ｂｒ２ ＋ α２ＡＲｈｕｍ ＋ α３（ｂｒ２ × ＡＲｈｕｍ）］
＝ α１（ｂｒ１ － ｂｒ２） ＋ α３（ｂｒ１ － ｂｒ２）ＡＲｈｕｍ （４）

　 　 这相当于不同 ＢＲ ｉｔ值对应的 ＴＦＰ ｉｔ的差距取决于 ＡＲｈｕｍｉｔ，影响方向由交互项系数 α３ 决定。 以

式（４）描述的情形为原假设，若在 Ｗａｌｄ 检验下接受原假设，则可认为交互项对 ＴＦＰｉｔ的影响为线性，
模型符合 ＬＩＥ 假设。 式（４）中还含有共同支持要求。 既然 ＢＲｉｔ对 ＴＦＰｉｔ的条件效应差异等于 α０ ＋
α１ｂｒ１ ＋ α２ＡＲｈｕｍ ＋ α３ （ｂｒ１ × ＡＲｈｕｍ）与 α０ ＋ α１ｂｒ２ ＋ α２ＡＲｈｕｍ ＋ α３ （ｂｒ２ × ＡＲｈｕｍ）两个线性方程之

差，那么二者应得到来自调节变量的共同支持。 具体表现为：①在 ＡＲｈｕｍｉｔ的区间内任意值附近有

足够多的观测点；②这些观测点下的 ＢＲ ｉｔ值是有变化的或多样的。 这样假设是为了避免线性函数

对缺乏数据的区域过度外推或内插。 为排除可能的偏性，得到式（２）的结果后再参照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２０１９） ［２９］考察箱型（Ｂｉｎｎｉｎｇ）和核（Ｋｅｒｎｅｌ）估计量。

按照假设 Ｈ２，基础研究投入影响 ＴＦＰ 的过程中可能存在门槛效应，当应用研究人员超出一定

门槛值时，ＢＲ ｉｔ对 ＴＦＰ ｉｔ的边际效应转为负值。 为检验门槛效应，精确测度门槛值位置及两侧的边

际效应。 参照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 ［３０］，构建如下面板门槛效应模型：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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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ＦＰ ｉｔ ＝ β０ ＋ β１·ＢＲ ｉｔ·Ｉ（ＡＲｈｕｍｉｔ ≤ λ１） ＋ β２·ＢＲ ｉｔ·Ｉ（λ１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λ２）
＋ … ＋ βｎ·ＢＲ ｉｔ·Ｉ（λｎ－１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λｎ） ＋ βｎ＋１·ＢＲ ｉｔ·Ｉ（ＡＲｈｕｍｉｔ ＞ λｎ）

＋ βｎ＋２·ＡＲ ｉｔ ＋ ∑θ ｊＸ ｊ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５）

　 　 其中，λ 是待估的门槛值，Ｉ（·）为指示函数，满足括号内的条件为 １，否则为 ０。 各门槛值可将

研究样本划分为多个区间，不同区间内 ＢＲ ｉｔ的回归系数估计值有所差异。
假设 Ｈ３ 认为随着社会保障、信用体系、营商环境等方面改善，应用研究人员拥挤对基础研究

投入推动 ＴＦＰ 提升的拖累效应相应有所缓解。 为验证此假设，设置社会保障 Ｓｅｃｕｒｉｔ、信用体系

Ｃｒｅｄｉｔｉｔ和营商环境 Ｂｕｓｉｎｉｔ三个变量，分别作为二次调节变量纳入计量模型。 以 Ｓｅｃｕｒｉｔ作为二次调节

变量时的情形为例，有如下形式：
ＴＦＰ ｉｔ ＝ α０ ＋ α１ＢＲ ｉｔ ＋ α２ＡＲｈｕｍｉｔ ＋ α３Ｓｅｃｕｒｉｔ ＋ α４（ＢＲ ｉｔ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α５（ＢＲｉ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 ＋ α６（ＡＲｈｕｍｉ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 ＋ α７（ＢＲｉｔ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

＋ α８ＡＲ ｉｔ ＋ ∑β ｊＸ ｊｉｔ ＋ μｉ ＋ νｔ ＋ εｉｔ （６）

　 　 根据式（６），若在控制了 ＢＲ ｉｔ、ＡＲｈｕｍｉｔ和 Ｓｅｃｕｒｉｔ以及它们两两之间的交互项之后，三维交互项

ＢＲ ｉｔ × ＡＲｈｕｍｉｔ × Ｓｅｃｕｒｉｔ的系数估计值 α^７ 显著为正，则意味着社会保障越强，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起到

的负向调节效应越弱。 以 Ｃｒｅｄｉｔｉｔ和 Ｂｕｓｉｎｉｔ为二次调节变量的检验路径同理。
２．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变量处理

考虑数据可得性，以 ２００５—２０１８ 年世界上 ４３ 个有完整的分类型 Ｒ＆Ｄ 投资支出统计的国家为

研究样本。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劳

工组织（ＩＬＯ）数据库和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国际统计年鉴》等。
（１）被解释变量。 按照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参数估计值，测算得到技术进步（ＴＣ）、技术效率

变化率（ＴＥＣ）、规模效率变化率（ＳＥＣ）和要素配置效率（ＦＡＥＣ），四者相加为 ＴＦＰ。 对随机前沿函

数的估计中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估计结果，随机前沿函数整体解释性较好，系数估计值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δ２、γ、μ、η 也都在 １％水平上显著，ＬＲ 检验结果也表明 ｕｉｔ很好地服从截断正态分

布。 具体方法参见张军等（２００９） ［３１］ 等。 在数据处理时，把总产出变量定义为各国 ＧＤＰ（以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衡量），将资本投入表示为以永续盘存法测得的各国资本存量，将劳动力投入表示各

国的年内平均就业人数。 用永续盘存法测算资本存量时，采用 Ｐａｋｅｓ 和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１９８０） ［３２］ 的方法

测算起始年资本存量。 其中，借鉴 Ｃｏｅ 和 Ｈｅｌｐｍａｎ（１９９５） ［３３］把折旧率设为 ０􀆰 ０５。 以上所需数据主

要来自世界银行①。
（２）核心解释变量。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本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②。 ＵＮＥＳＣＯ 提供了各

国分类型 Ｒ＆Ｄ 投资支出的流量数据（单位为亿美元，按照 ２０００ 年购买力平价和 ２００５ 年不变价美

元衡量），本文按照刘航和杨丹辉（２０２０） ［３４］，以永续盘存法推算用于各类 Ｒ＆Ｄ 的资本。 推算方法

及起始年存量的测算同 ＴＦＰ 中宏观资本存量的算法，考虑到用于 Ｒ＆Ｄ 的实物资本具有更高折旧

率，此处折旧率设为 ０􀆰 １５。 把两类 Ｒ＆Ｄ 的资本存量取 ｌｎ 值，得到变量 ＢＲ 和 ＡＲ。
（３）调节变量。 为确保稳健性，设置了三种反映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变量：一是应用研究部门

的 Ｒ＆Ｄ 人员的全职人力工时（单位：万人小时）的 ｌｎ 值，即人员投入的绝对规模，记为 ＡＲｈｕｍ１；二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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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测算要素配置效率（ＦＡＥＣ）时需用到不同要素的投入成本占总成本比重，进而涉及资本和劳动力的价格。 资本价格用

国际金融统计（ＩＦＳ）提供的各国当年非金融机构贷款利率衡量；劳动力价格采用国际劳工组织（ ＩＬＯ）提供的各国月平均工资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美元）转换得的全年平均形式。
ＵＮＥＳＣＯ 提供的分类型 Ｒ＆Ｄ 投资支出数据分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试验开发，本文按照 Ｇｅｒｓｂａｃｈ 等（２０１８） ［１］ 的

分类，将后二者合并为应用研究。



是每单位应用研究产出（单位：万件）包含的应用研究工时当量的 ｌｎ 值，其中应用研究的产出为居

民和非居民专利申请量之和，该变量反映应用成果的劳动密集度，记为 ＡＲｈｕｍ２；三是每亿美元应

用研究资本存量对应的应用研究工时当量的 ｌｎ 值，反映应用部门的资本—劳动配置偏好，即单位

全职人力工时对应资本存量的倒数，记为 ＡＲｈｕｍ３。
（４）二次调节变量。 本文设置了三个可能有助于弱化人员内卷化拖累效应的制度变量，分别

作为二次调节变量纳入式（６）。 一是社会保障（Ｓｅｃｕｒ）。 该变量用社会缴款占财政收入之比表示，
其中社会缴款为职工、用人单位、个体经营者所缴纳的社会保障缴款等，包括政府性社会保险计划

的实际与应计缴款之和。 二是信用体系（Ｃｒｅｄｉｔ）。 本文用公共征信系统覆盖率和征信信息深度指

数来衡量该变量，分别记为 Ｃｒｅｄｉｔ１ 和 Ｃｒｅｄｉｔ２。 三是营商环境（Ｂｕｓｉｎ）。 该变量采用世界银行《营商

环境报告》的开办企业便利度标准化指数，原始指数为百分制，为保持计量单位可比，做除以 １００
处理。 由于制度变量发挥作用存在滞后，故二次调节变量均前置 １ 期。

（５）其他控制变量。 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ｌｎＧＤＰ）。 高收入国家有着更充裕的资本存量，
支撑市场主体采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外源技术和实现规模经济，用人均 ＧＤＰ 的 ｌｎ 值表示。 二是

自然资源丰度（Ｒｅｓｏｕｒ）。 “资源诅咒”假说认为自然资源充裕的国家或地区热衷追求资产回报，忽
略了在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上的努力，以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本国 ＧＤＰ 的比重表示。 三是外商直

接投资比重（ＦＤＩ）。 外商投资可对东道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技术溢出，缺乏专用性人力资本

积累的国家又可能陷入“低端锁定”而难以获取动态结构效率，以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本国 ＧＤＰ 比

重表示。 四是政府廉洁度（Ｃｌｅａｎ）。 根据奥尔森国家理论，在一个不廉洁的制度环境里，企业及利

益集团为争夺公共产品而竞争，导致公共资源配置扭曲。 该变量基于“透明国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发布的清廉指数，对其进行分级处理，当年得分最高的前三分之一国家为 ３，中间三分

之一为 ２，最后三分之一为 １。 五是外贸依存度（ＦＴＤ）。 无论进口还是出口，都有可能为本国贸易

主体及其关联行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以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之和同本国

ＧＤＰ 之比衡量。 六是贸易竞争力（ＴＣ）。 一国货物和服务净出口意味着国际市场对该国产业供给

有较高依赖性，该国更有能力促使国际经济规则朝着利于自身的方向演进，以货物和服务贸易的顺

差额同进出口总额之比衡量。 七是城市化率（Ｕｒｂａｎ）。 城市化有助于获得聚集效率、规模效率和

分工效率，增进宏观生产率，采用城市人口占比表示。
各变量指标解释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１ 所示。 可看到，变量 ＴＦＰ 大概在 ０ ～ １ 之间，均值为

０􀆰 ５９５，标准差为 ０􀆰 １８９，变异性较低；与之类似的是 ＡＲ，均值为 ４􀆰 １０３，变异系数为 ０􀆰 ５９６；而 ＢＲ 以

及 ＡＲｈｕｍ１、ＡＲｈｕｍ２ 和 ＡＲｈｕｍ３ 均表现较明显的离散性，标准差或极差较大，说明这些变量的个体

差异较大。
表 １ 各变量的指标解释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 指标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ＴＦＰ 宏观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５９５ ０􀆰 １８９ ０􀆰 １７３ １􀆰 ００４

ＢＲ 基础研究资本存量的 ｌｎ 值 ２􀆰 ６９８ ４􀆰 ７３７ － ７２􀆰 ２３５ ８􀆰 ３９３

ＡＲ 应用研究资本存量的 ｌｎ 值 ４􀆰 １０３ ２􀆰 ４４４ － ０􀆰 ３０９ ９􀆰 ９３３

ＡＲｈｕｍ１ 应用研究工时当量的 ｌｎ 值 ６􀆰 ６３４ ５􀆰 ２０３ － ４􀆰 ６８５ １９􀆰 ８１５

ＡＲｈｕｍ２ 每万件专利包含应用研究工时当量的 ｌｎ 值 － ０􀆰 ０９３ ２􀆰 ２８４ － ５􀆰 ５９９ ５􀆰 ７０８

ＡＲｈｕｍ３
每亿美元应用研究资本存量对应的应用研究工时当

量的 ｌｎ 值
２􀆰 ５３１ ３􀆰 ２０６ － ６􀆰 ７９６ １０􀆰 ２１２

Ｓｅｃｕｒ 社会保障缴款占财政收入之比 ０􀆰 ２２９ ０􀆰 １３５ ０􀆰 ０００ ０􀆰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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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变量 指标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ｒｅｄｉｔ１ 公共征信系统覆盖率 ０􀆰 １２４ ０􀆰 ２０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Ｃｒｅｄｉｔ２ 征信信息深度指数 ０􀆰 ６７６ ０􀆰 １３８ ０􀆰 ０００ ０􀆰 ８００

Ｂｕｓｉｎ 开办企业便利度标准化指数除以 １００ ０􀆰 ８１６ ０􀆰 １１８ ０􀆰 ３２８ １􀆰 ０００

ｌｎ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的 ｌｎ 值 ９􀆰 ５８７ ０􀆰 ９５５ ７􀆰 ４９２ １１􀆰 ２５２

Ｒｅｓｏｕｒ 自然资源租金总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３１ ０􀆰 ０６７ ０􀆰 ０００ ０􀆰 ４５６

ＦＤＩ 外国直接投资净额占 ＧＤＰ 比重 ０􀆰 ０８４ ０􀆰 ３１１ － ０􀆰 ４３２ ４􀆰 ５１７

Ｃｌｅａｎ “透明国际”清廉指数经分级处理 ２􀆰 ５０５ ０􀆰 ６８１ １􀆰 ０００ ３􀆰 ０００

ＦＴＤ 货物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同 ＧＤＰ 之比 １􀆰 ０２２ ０􀆰 ６４４ ０􀆰 ２１６ ４􀆰 ３７３

ＴＣ 货物与服务贸易顺差额与进出口总额之比 － ０􀆰 ０１２ ０􀆰 １０１ － ０􀆰 ３５３ ０􀆰 ４７４

Ｕｒｂａｎ 人口城市化率 ０􀆰 ７００ ０􀆰 １３４ ０􀆰 ３９８ １􀆰 ０００

３．特征事实描述

根据基础研究资本存量（即 ＢＲ）中位数划分的不同组别对应的 ＴＦＰ 核密度分布图如图 １ 所

示。 相比基础研究投入低的组别，基础研究投入高组别的 ＴＦＰ 分布整体右偏，峰值对应的 ＴＦＰ 大

于前者，且基础研究投入高组别在 ＴＦＰ 超过 ０􀆰 ６ 的区间内有大量样本分布，远多于前者，而在 ＴＦＰ
较低的区间内样本分布少于前者。 可见，基础研究投入高的样本更容易体现出明显的全要素生产

率优势。

图 １　 不同基础研究资本存量组别的 ＴＦＰ 核密度图

再按照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即 ＡＲｈｕｍ１）的中位数进行分组，对比观察应用研究人员投入高和

应用研究人员投入低的组别中，不同基础研究资本存量组别的 ＴＦＰ 核密度分布，如图 ２ 所示。 从

图 ２（ａ）中可以看出，在应用研究人员投入低的样本中，尽管基础研究投入低的组别比基础研究投

入高的组别的核密度峰值更靠右，但前者集中度很高，导致在 ＴＦＰ 较高的区间内并无多少样本分

布。 在应用研究人员投入高的样本中，基础研究投入低组别不但峰值分布比基础研究投入低组别

更靠右，而且在 ＴＦＰ 超过 ０􀆰 ８ 的区间内有大量样本分布，远远超过后者，同时前者呈现“左断尾”特
征，在 ＴＦＰ 低于 ０􀆰 ４ 的区间内基本无样本分布。 图 ２（ｂ）明显地揭示出，当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较高

时，基础研究投入增长反而不利于 ＴＦＰ 提升。 假设 Ｈ１ 和假设 Ｈ２ 所描述的应用研究部门内卷化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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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真实存在，拖累了基础研究驱动 ＴＦＰ 提升的过程。 当然，这只是未控制控制变量及固定效应

时的分组核密度分布情况，要得到确信的结论，需进一步实证检验。

图 ２　 按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区分的不同基础研究资本存量组别 ＴＦＰ 核密度图

四、基本实证结果

１．基准检验结果

先测算核心解释变量及其他控制变量对 ＴＦＰ 解释过程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得到 ＶＩＦ 均值

为 １􀆰 ９２，最高的是 ｌｎＧＤＰ，因子为 ３􀆰 ８１，低于临界值，即模型不受多重共线性干扰。 再依据固定效

应 Ｆ 统计量、随机效应 ＬＭ 统计量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基准检验结果如表 ２
所示。 结果显示：①无论是否加入 ＡＲ 及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变量，ＢＲ 的系数估计值都至少在 １０％
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基础研究资本投入能够有效驱动 ＴＦＰ 提升；②ＡＲ 在多数情况下对 ＴＦＰ 没有显

著影响，只有控制了 ＡＲｈｕｍ２ 时 ＡＲ 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为正；③反映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三个变量

对 ＴＦＰ 的影响均显著为负，其中 ＡＲｈｕｍ２ 显著性水平和系数绝对值最高①。 这说明：第一，样本期

内多数国家的基础研究资本投入都表现出了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其对 ＴＦＰ 的积极影响强于应用

研究资本投入，基础科学进展对生产前沿的拓展效应是应用研究难以替代的；第二，若限定了应用

研究成果的劳动密集度，应用研究资本投入对 ＴＦＰ 有积极影响，但其资本投入是为了配合人员扩

张而增长，稀释了专利的资本含量，从而实际上无法体现出对 ＴＦＰ 的明显作用；第三，单位专利对

应的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增长越快，越不利于一国 ＴＦＰ 提升，即一旦人员投入增长快于专利增长，宏
观经济将遭受很明显的效率损失。

表 ２ 的其他控制变量中，ｌｎＧＤＰ 的系数显著为负，但控制了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后变为不显

著，这是因为高收入国家通常对应着更大研发人员规模，不利于 ＴＦＰ 提升；Ｒｅｓｏｕｒ 的系数显著为

负，即“资源诅咒”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ＦＤＩ 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这说明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有助于发挥要素禀赋的同时，还因跨国公司技术封锁而抑制了东道国沿着价值链攀升；Ｃｌｅａｎ 的

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廉洁的政治环境能够使寻租和“租耗”得到避免；ＦＴＤ 的系数不显著，即
多数国家不能通过贸易技术溢出；ＴＣ 的系数显著为正，即开放度较高且具备较强竞争优势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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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结果是在控制了 ＡＲ 时得到的。 此外，不控制 ＡＲ 时，ＡＲＨｕｍ１、ＡＲＨｕｍ２ 和 ＡＲＨｕｍ３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与表 １ 列

（４） ～ （６）中的结果相差非常小。 这说明应用研究人员投入无论单独增长，还是与应用研究资本投入同步增长，都会损害宏观经

济效率。



济体对应着较高的 ＴＦＰ；Ｕｒｂａｎ 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提高城市化率仍是各国实现效率型发展

的重要途径。
表 ２ 不考虑调节效应时基础研究影响 ＴＦＰ 的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０􀆰 ０００２∗∗

（２􀆰 ０７）
０􀆰 ０００２∗∗

（１􀆰 ９９）
０􀆰 ０００２∗

（１􀆰 ９３）
０􀆰 ０００２∗

（１􀆰 ６６）
０􀆰 ０００２∗

（１􀆰 ９３）

Ａ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２６）

０􀆰 ００１６
（０􀆰 ３９）

０􀆰 ０００５
（０􀆰 １２）

０􀆰 ００９２∗

（１􀆰 ８０）
－ ０􀆰 ０００９
（ － ０􀆰 ２２）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６９）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１１６∗∗∗

（ － ３􀆰 ７４）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６９）

ｌｎＧＤＰ
－ ０􀆰 ０２１３∗

（ － １􀆰 ６５）
－ ０􀆰 ０２２４∗

（ － １􀆰 ７１）
－ ０􀆰 ０２２０∗

（ － １􀆰 ６８）
－ ０􀆰 ０２０３
（ － １􀆰 ５３）

－ ０􀆰 ０１８４
（ － １􀆰 ４０）

－ ０􀆰 ０２０３
（ － １􀆰 ５３）

Ｒｅｓｏｕｒ
－ ０􀆰 １８４９∗∗

（ － ２􀆰 ２２）
－ ０􀆰 １８５８∗∗

（ － ２􀆰 ２３）
－ ０􀆰 １８４４∗∗

（ － ２􀆰 ２１）
－ ０􀆰 １９５０∗∗

（ － ２􀆰 ３４）
－ ０􀆰 １６２０∗∗

（ － １􀆰 ９９）
－ ０􀆰 １９５０∗∗

（ － ２􀆰 ３４）

ＦＤＩ
０􀆰 ００５２
（１􀆰 ３３）

０􀆰 ００５１
（１􀆰 ３０）

０􀆰 ００５１
（１􀆰 ３１）

０􀆰 ００５７
（１􀆰 ４６）

０􀆰 ００５５
（１􀆰 ５２）

０􀆰 ００５７
（１􀆰 ４６）

Ｃｌｅａｎ
０􀆰 ００７４∗∗

（２􀆰 ３１）
０􀆰 ００７２∗∗

（２􀆰 ２３）
０􀆰 ００７２∗∗

（２􀆰 ２４）
０􀆰 ００６７∗∗

（２􀆰 ０６）
０􀆰 ００７７∗∗

（２􀆰 ３８）
０􀆰 ００６７∗∗

（２􀆰 ０６）

ＦＴＤ
０􀆰 ００８８
（０􀆰 ８４）

０􀆰 ００８７
（０􀆰 ８３）

０􀆰 ００８５
（０􀆰 ８１）

０􀆰 ００９４
（０􀆰 ９１）

０􀆰 ０１２１
（１􀆰 １８）

０􀆰 ００９４
（０􀆰 ９１）

ＴＣ
０􀆰 １０８０∗∗∗

（４􀆰 ６７）
０􀆰 １０８０∗∗∗

（４􀆰 ６７）
０􀆰 １０８１∗∗∗

（４􀆰 ６７）
０􀆰 １１０２∗∗∗

（４􀆰 ７１）
０􀆰 １０５０∗∗∗

（４􀆰 ６７）
０􀆰 １１０２∗∗∗

（４􀆰 ７１）

Ｕｒｂａｎ
０􀆰 ３７６６∗∗∗

（４􀆰 ７７）
０􀆰 ３８８１∗∗∗

（４􀆰 ９８）
０􀆰 ３７５７∗∗∗

（４􀆰 ７７）
０􀆰 ４１７６∗∗∗

（４􀆰 ９４）
０􀆰 ４０５０∗∗∗

（５􀆰 ０１）
０􀆰 ４１７６∗∗∗

（４􀆰 ９５）

常数项
０􀆰 ５１４１∗∗∗

（３􀆰 ５８）
０􀆰 ５１３１∗∗∗

（３􀆰 ５８）
０􀆰 ５１５１∗∗∗

（３􀆰 ５９）
０􀆰 ４８４４∗∗∗

（３􀆰 ２９）
０􀆰 ４２２６∗∗∗

（２􀆰 ８９）
０􀆰 ４８４４∗∗∗

（３􀆰 ２９）

调整 Ｒ２ ０􀆰 ９８９９ ０􀆰 ９８９９ ０􀆰 ９８９９ ０􀆰 ９９００ ０􀆰 ９９０２ ０􀆰 ９９００

Ｆ 检验值 ６􀆰 ８８００ ５􀆰 ９５００ ６􀆰 ３２００ ５􀆰 ８５００ ７􀆰 ０７００ ５􀆰 ８５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注：∗∗∗、∗∗、∗表示估计系数分别在 １％ 、５％ 、１０％水平上显著，下同；括号中为稳健 ｔ 值；各列同时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

应；表 ３ 同

４１

刘　 航，孙大伟　 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是否会被“内卷化”拖累？



进而，按照式（２）把交互项加入计量模型，检验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在基础研究投入促进 ＴＦＰ 提

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结果如表 ３ 第（１）、（３）、（５）列所示。 分别与表 １ 第（４）、（５）、（６）列相比，加
入交互项后拟合优度有明显提高，且三个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这说明，随着 ＡＲｈｕｍ１、
ＡＲｈｕｍ２ 和 ＡＲｈｕｍ３ 增大，ＢＲ 对 ＴＦＰ 的积极影响呈递减态势，负向调节效应显著存在。 从而，假设

Ｈ１ 得到初步证明，即应用研究人员增长拖累了基础研究驱动宏观经济效率提升，技术创新环节存

在内卷化。 进一步，放松对应用研究资本投入的控制，假定该投入可随人员扩张而增长，观察上述

调节效应是否还存在，即删除 ＡＲ 再检验，结果见表 ２ 第（２）、（４）、（６）列。 此时，交互项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和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２ 的系数变为不显著，这说明，无论应用研究人员规模增长，还是其与产出

之比提高，只要应用研究资本投入随同增长，就不至于阻碍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３
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这说明，当资本投入不变且人员投入增长，或人员增长快于资本增长时，该负向

调节效应便能被显著观测到。 这反映了应用研究部门发生内卷化须具备其本质前提———劳均资源

被稀释。 若其资本存量同比例增长甚至增速超过人员扩张，那么应用研究也不会发生人员拥挤，基
于基础成果进行技术创新时的内卷化就能避免。
表 ３ 对应用研究部门人员投入调节效应的基准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 ０􀆰 ０００６
（ － ０􀆰 ４０）

０􀆰 ０００１
（０􀆰 １７）

－ ０􀆰 ００３２∗

（ － １􀆰 ７１）
－ ０􀆰 ００２３
（ － １􀆰 １７）

－ ０􀆰 ００１７
（ － ０􀆰 ６２）

０􀆰 ００１０
（０􀆰 ５７）

ＡＲｈｕｍ１
０􀆰 ００２６
（０􀆰 ７４）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５３）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９６∗∗∗

（ － ２􀆰 ６９）
－ ０􀆰 ００６５∗∗

（ － ２􀆰 ０５）

ＡＲｈｕｍ３
０􀆰 ００１５
（０􀆰 ４７）

０􀆰 ０００８
（０􀆰 ２２）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７∗∗∗

（ － ３􀆰 ６２）
－ ０􀆰 ０００１
（ － ０􀆰 ２１）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８０）
－ ０􀆰 ００１０
（ － １􀆰 ２１）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１６∗∗

（ － １􀆰 ９７）
－ ０􀆰 ０００９∗∗

（ － ２􀆰 １３）

ＡＲ
０􀆰 ００１１
（０􀆰 ２５）

０􀆰 ０１１７∗∗

（２􀆰 ２３）
－ ０􀆰 ００１８
（ － ０􀆰 ４１）

ｌｎＧＤＰ
－ ０􀆰 ０１９８
（ － １􀆰 ４９）

－ ０􀆰 ０１９６
（ － １􀆰 ４８）

－ ０􀆰 ０１６３
（ － １􀆰 ２３）

－ ０􀆰 ０１４６
（ － １􀆰 １１）

－ ０􀆰 ０２０９
（ － １􀆰 ５８）

－ ０􀆰 ０２１４
（ － １􀆰 ６５）

Ｒｅｓｏｕｒ
－ ０􀆰 １９５５∗∗

（ － ２􀆰 ３４）
－ ０􀆰 １９５８∗∗

（ － ２􀆰 ３４）
－ ０􀆰 １７２３∗∗

（ － ２􀆰 １５）
－ ０􀆰 １７９１∗∗

（ － ２􀆰 ２４）
－ ０􀆰 １９４４∗∗

（ － ２􀆰 ３２）
－ ０􀆰 １９３５∗∗

（ － ２􀆰 ３０）

ＦＤＩ
０􀆰 ００５６
（１􀆰 ４４）

０􀆰 ００５７
（１􀆰 ４６）

０􀆰 ００５７
（１􀆰 ５２）

０􀆰 ００６０
（１􀆰 ５５）

０􀆰 ００５８
（１􀆰 ４９）

０􀆰 ００５７
（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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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Ｃｌｅａｎ
０􀆰 ００６５∗∗

（２􀆰 ００）
０􀆰 ００６６∗∗

（２􀆰 ０７）
０􀆰 ００７７∗∗

（２􀆰 ３９）
０􀆰 ００８４∗∗∗

（２􀆰 ６３）
０􀆰 ００７１∗∗

（２􀆰 １５）
０􀆰 ００６９∗∗

（２􀆰 １１）

ＦＴＤ
０􀆰 ００９０
（０􀆰 ８６）

０􀆰 ００９３
（０􀆰 ８９）

０􀆰 ０１１７
（１􀆰 １４）

０􀆰 ０１２１
（１􀆰 １６）

０􀆰 ００９９
（０􀆰 ９４）

０􀆰 ００９５
（０􀆰 ９１）

ＴＣ
０􀆰 １０９４∗∗∗

（４􀆰 ７５）
０􀆰 １０９６∗∗∗

（４􀆰 ７１）
０􀆰 １０４３∗∗∗

（４􀆰 ６５）
０􀆰 １０５０∗∗∗

（４􀆰 ６１）
０􀆰 １１１６∗∗∗

（４􀆰 ８２）
０􀆰 １１１２∗∗∗

（４􀆰 ７８）

Ｕｒｂａｎ
０􀆰 ４１７３∗∗∗

（４􀆰 ９３）
０􀆰 ４１８５∗∗∗

（４􀆰 ９４）
０􀆰 ４４３６∗∗∗

（５􀆰 ７０）
０􀆰 ４２６９∗∗∗

（５􀆰 ６８）
０􀆰 ４２２５∗∗∗

（４􀆰 ８６）
０􀆰 ４１８２∗∗∗

（４􀆰 ７８）

常数项
０􀆰 ４８０３∗∗∗

（３􀆰 ２８）
０􀆰 ４８０６∗∗∗

（３􀆰 ２９）
０􀆰 ３８２７∗∗∗

（２􀆰 ６３）
０􀆰 ４１９９∗∗∗

（２􀆰 ９１）
０􀆰 ４８７１∗∗∗

（３􀆰 ３２）
０􀆰 ４８９０∗∗∗

（３􀆰 ３４）

调整 Ｒ２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９１４ ０􀆰 ９９１２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９１１

Ｆ 检验值 ５􀆰 ３４００ ５􀆰 ６７００ ７􀆰 ２８００ ７􀆰 ９８００ ５􀆰 ３９００ ５􀆰 ４７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２．稳健性检验

（１）最小二乘虚拟变量（ＬＳＤＶ）估计。 ＬＳＤＶ 估计用个体差异定义虚拟变量，再将其全部纳入

回归，这样容易由于变量过多而掩盖了与个体效应较紧密变量的影响。 为此，本文对国家固定效应

构成的虚拟变量设定约束条件———系数相加等于 ０，在约束条件下进行 ＬＳＤＶ 估计，结果如表 ４ 所

示。 可看到检验结果与表 ２、表 ３ 差异不大，三个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 ４ 稳健性检验（一）：约束条件下的 ＬＳＤＶ 估计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０􀆰 ００４２∗∗∗

（２􀆰 ９４）
－ ０􀆰 ０００４
（ － ０􀆰 ２２）

０􀆰 ０００１∗∗

（２􀆰 １０）
－ ０􀆰 ０１０６∗∗∗

（ － ６􀆰 ００）
０􀆰 ００４２∗∗∗

（２􀆰 ９４）
－ ０􀆰 ００１７
（ － ０􀆰 ５７）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４１
（ － １􀆰 ４５）

０􀆰 ００２０
（０􀆰 ６４）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１７３∗∗∗

（ － ４􀆰 ６１）
－ ０􀆰 ０１０３∗∗∗

（ － ２􀆰 ７１）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４１
（ － １􀆰 ４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２８）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９∗∗∗

（ － ３􀆰 ８１）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４５∗∗∗

（ － 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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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４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１８∗∗

（ － ２􀆰 ２５）

ＡＲ
－ ０􀆰 ００００
（ － ０􀆰 ００）

０􀆰 ０１６２∗∗

（２􀆰 ０９）
０􀆰 ０３４６∗∗∗

（７􀆰 ２０）
０􀆰 ０４０９∗∗∗

（８􀆰 ５８）
－ ０􀆰 ００４１
（ － ０􀆰 ９１）

０􀆰 ００６８
（１􀆰 ０３）

常数项
－ ０􀆰 １８５８∗

（ － １􀆰 ８３）
－ ０􀆰 ２７１５∗∗∗

（ － ２􀆰 ６４）
－ ０􀆰 １００２
（ － １􀆰 ０８）

－ ０􀆰 ２４４０∗∗∗

（ － ２􀆰 ６２）
－ ０􀆰 １８５８∗

（ － １􀆰 ８３）
－ ０􀆰 ２１３４∗∗

（ － ２􀆰 ０９）

Ｆ 检验值 ６３６􀆰 ０８００ ６２３􀆰 ２８００ ６４９􀆰 ９４００ ６７９􀆰 ８１００ ６３６􀆰 ０９００ ６２５􀆰 ６８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注：括号中为稳健 ｔ 值；各列同时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且聚类至国家固定效应；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报告，备索

（２）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衡量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资本投入时，以永续盘存法和固定

折旧率测得存量指标。 然而，盘存起始年距离样本期起始年较近，无法兼顾不同国家科研投资的历

史差异；不同国家科研方向差异使得设备使用寿命未必服从同等折旧率。 为确保稳健性，本文用基

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支出的流量来衡量资本投入，分别记为 ＢＲ２ 和 ＡＲ２，替代 ＢＲ 和 ＡＲ 进行多

维固定效应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相比表 ２、表 ３ 结果变化不大，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对 ＴＦＰ 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该效应是应用研究无法替代的，三个交互项的系数均显著为负，且在控制了

ＡＲｈｕｍ２ 及交互项时，应用研究资本投入体现出对 ＴＦＰ 的显著增进作用。
表 ５ 稳健性检验（二）：用流量衡量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资本投入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２
０􀆰 ０００２∗

（１􀆰 ９６）
－ ０􀆰 ０００９
（ － ０􀆰 ６８）

０􀆰 ０００２∗

（１􀆰 ７４）
－ ０􀆰 ００３７∗∗

（ － １􀆰 ９８）
０􀆰 ０００２∗∗

（２􀆰 ００）
－ ０􀆰 ００２９
（ － １􀆰 ０５）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７１）
－ ０􀆰 ００３１
（ － ０􀆰 ８９）

ＡＲｈｕｍ２
－ 􀆰 ０１２８８∗∗∗

（ － ４􀆰 ０１）
－ ０􀆰 ０１３４∗∗∗

（ － ４􀆰 ２３）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７０）
－ ０􀆰 ００２８
（ － ０􀆰 ８３）

ＢＲ２ ×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８∗∗∗

（ － ３􀆰 ９５）

ＢＲ２ ×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１６∗∗

（ － ２􀆰 ０７）

ＢＲ２ ×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２０∗∗

（ － ２􀆰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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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５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Ｒ２
０􀆰 ００１８
（０􀆰 ４４）

０􀆰 ００３４
（０􀆰 ７８）

０􀆰 ０１１３∗∗

（２􀆰 ２８）
０􀆰 ０１４３∗∗∗

（３􀆰 １１）
０􀆰 ０００９
（０􀆰 ２１）

０􀆰 ０００８
（０􀆰 １８）

常数项
０􀆰 ４９２４∗∗∗

（３􀆰 ３１）
０􀆰 ４８６０∗∗∗

（３􀆰 ２９）
０􀆰 ４５４６∗∗∗

（３􀆰 １３）
０􀆰 ４０７２∗∗∗

（２􀆰 ８１）
０􀆰 ４９０５∗∗∗

（３􀆰 ２９）
０􀆰 ４９０６∗∗∗

（３􀆰 ２９）

调整 Ｒ２ ０􀆰 ９９００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９０３ ０􀆰 ９９１４ ０􀆰 ９９１１ ０􀆰 ９９１１

Ｆ 检验值 ５􀆰 ６３００ ５􀆰 １９００ ７􀆰 ２２００ ７􀆰 ８２００ ５􀆰 ５７００ ５􀆰 １１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注：括号中为稳健 ｔ 值；各列同时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报告，备索；表 ６、表 ９ 同

（３）替换被解释变量。 以专利产出密度（每百万人专利申请数量的 ｌｎ 值）为被解释变量，其他

设定不变，检验结果如表 ６ 所示①。 以 ＡＲｈｕｍ１ 或 ＡＲｈｕｍ３ 为调节变量时，交互项系数不显著，而未

加入交互项时，此二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越多或劳均资本越少，则越能

刺激专利增长，研发人员“以多胜优”心态在各国普遍存在；以 ＡＲｈｕｍ２ 为调节变量时，交互项系数

显著为正，调节变量本身对专利数没有影响，这意味着专利的人工含量提高并不必然导致专利增

长，但会使基础研究投入更能驱动专利增长。 该结果与基准检验结果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
即当基础研究资本投入和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同时增多时，有更多的人围绕着更丰富的知识成果进

行再开发，专利数必然随之增多、至少不会降低，但无法保证研究品位和质量，宏观经济将承受低水

平重复研究带来的效率损失。
表 ６ 稳健性检验（三）：把被解释变量替换为专利产出密度

变量
被解释变量：专利产出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０􀆰 ００３９∗∗

（２􀆰 １３）
０􀆰 ００２４
（０􀆰 ２９）

０􀆰 ００５２
（０􀆰 ３８）

０􀆰 ３４８４∗∗∗

（３􀆰 ０４）
０􀆰 ００３９∗∗

（２􀆰 １３）
－ ０􀆰 ００５５
（ － ０􀆰 ４２）

ＡＲｈｕｍ１
０􀆰 ９４５４∗∗∗

（７５􀆰 ９２）
０􀆰 ９４６６∗∗∗

（５９􀆰 ５２）

ＡＲｈｕｍ２
０􀆰 ３１２８
（１􀆰 ０７）

０􀆰 １１１７
（０􀆰 ３５）

ＡＲｈｕｍ３
０􀆰 ９４５４∗∗∗

（７５􀆰 ９３）
０􀆰 ９５０３∗∗∗

（５９􀆰 ５４）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０６
（ － 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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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理论分析，应用研究人员拥挤及内卷化发生在基础研究投入推动 ＴＦＰ 增长过程中，而非应用研究部门本身，甚至单

体研发组织还会受益于这种拥挤式竞争，专利数受此激励而增长，只不过质量偏低、创新幅度偏小、渐进式为主，无法有效满足产

业部门对新技术的需求。 也就是说，拥挤化削弱了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的增进作用，但未必削弱其对应用型成果产出量的增进作

用。 对后者证伪更能凸显前者具有正确性和可信度。



续表 ６

变量
被解释变量：专利产出密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２
０􀆰 １４３８∗∗∗

（２􀆰 ９５）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２８
（ － ０􀆰 ７１）

ＡＲ
－ ０􀆰 ６９９４∗∗∗

（ － ５􀆰 ８７）
－ ０􀆰 ６９３６∗∗∗

（ － ４􀆰 ８６）
－ １􀆰 ６５０８∗∗∗

（ － ４􀆰 ０７）
－ １􀆰 ９０１３∗∗∗

（ － ３􀆰 ９６）
０􀆰 ２４６０∗∗

（２􀆰 ０１）
０􀆰 ２６５４∗

（１􀆰 ９１）

常数项
６􀆰 ８０２３∗∗∗

（５􀆰 １１）
６􀆰 ７６４８∗∗∗

（５􀆰 ０２）
－ １０􀆰 ９７１０
（ － １􀆰 ２２）

－ ６􀆰 ９２９２
（ － ０􀆰 ７２）

６􀆰 ８０１５∗∗∗

（５􀆰 １０）
６􀆰 ７４３０∗∗∗

（４􀆰 ９９）

调整 Ｒ２ ０􀆰 ９９２９ ０􀆰 ９９２９ ０􀆰 ８２９９ ０􀆰 ８５１５ ０􀆰 ９９２９ ０􀆰 ９９２９

Ｆ 检验值 １１３６􀆰 ３９００ １０２９􀆰 １３００ １０􀆰 ００００ ９􀆰 ６２００ １１３６􀆰 ２６００ １００５􀆰 ８０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４）二阶段最小二乘法（２ＳＬＳ）检验。 现实中经济绩效越好的国家可能越倾向扩大基础研究投

入。 此内生性问题有可能导致上文一系列检验结果有偏。 以样本国家首都的年均气温和每单位国

土面积人口数的 ｌｎ 值作为工具变量（ＩＶ）进行 ２ＳＬＳ 估计。 纬度低、气温高、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初始

条件下农业单产较高，对动力机械装置的需求没那么旺盛，在长期历史发展中从事科学研究的意愿

不如低气温地区，近代以来基础科学积累相对薄弱（戈德斯通，２０１０） ［３５］。 这一差别会塑造地区特

有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如产权保护习惯（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等，２００１） ［３６］、人口预期寿命 （ Ｌｏｒｅｎｔｚｅｎ 等，
２００８） ［３７］等，进而在当代科技发展中得到延续。 ２ＳＬＳ 检验结果如表 ７ 所示①。 弱化了内生性问题

后，若以 ＡＲｈｕｍ１ 和 ＡＲｈｕｍ２ 为调节变量，则 ＢＲ 与之交互项的显著性水平不同程度地下降，但都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符号未变化，说明这两种情形下基准检验结果具有可信度。 以 ＡＲｈｕｍ３ 为调节变

量时，交互项系数虽仍为负，但显著性水平不足。 可见，尽管基准检验高估了应用研究内卷化对基

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拖累效应，但前两种衡量方法下的应用研究人员投入变量仍在 １０％水平上

显著起着负向调节作用。
表 ７ 稳健性检验（四）：基于工具变量的 ２ＳＬＳ 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ＢＲ
０􀆰 ００４４∗∗

（２􀆰 ０６）
－ ０􀆰 ０００４
（ － ０􀆰 ３０）

０􀆰 ００４８∗∗

（２􀆰 １２）
０􀆰 ００８５
（１􀆰 ４２）

０􀆰 ００４７∗∗

（２􀆰 １６）
－ ０􀆰 ０００３
（ － ０􀆰 １３）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１４
（ － １􀆰 ５７）

－ ０􀆰 ０００１
（ － ０􀆰 ０８）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８６∗∗

（ － ２􀆰 ７３）
－ ０􀆰 ０１４０∗∗∗

（ － ２􀆰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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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 ７ 中各列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均拒绝“ＩＶ 与内生变量不相关”原假设，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拒绝“ＩＶ 与

内生变量有强相关性”原假设，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都明显大于 Ｓ⁃Ｙ ｗｅａｋ ＩＤ 检验 １０％水平下的临界值，即模型设定合理。



续表 ７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１１
（ － １􀆰 ２１）

－ ０􀆰 ０００３
（ － ０􀆰 ２５）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０００４∗

（ － １􀆰 ９３）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２
－ ０􀆰 ００２８∗

（ － １􀆰 ７２）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３
－ ０􀆰 ０００３
（ － ０􀆰 ６９）

ＡＲ
０􀆰 ０１１６
（０􀆰 ４５）

０􀆰 ００１０
（０􀆰 １５）

０􀆰 ０１９５
（１􀆰 ４５）

０􀆰 ００１５
（０􀆰 ２０）

０􀆰 ０１１５
（１􀆰 ３２）

－ ０􀆰 ００１２
（ － ０􀆰 １７）

Ｋ⁃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４􀆰 ４３００ ８􀆰 ２１３０ ４􀆰 ２２５０ ３６􀆰 ６２９０ ４􀆰 ２６６０ １０􀆰 ２１５０

Ｃ⁃Ｄ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６９􀆰 ９２６０ ９６􀆰 ７１５０ ７８􀆰 ２３７０ １８􀆰 ９９１０ ８１􀆰 １２４０ １０１􀆰 ０２２０

Ｋ⁃Ｐ ｒｋ Ｗａｌｄ Ｆ 统计量 １２􀆰 ２６１０ １９􀆰 ９３２０ １６􀆰 ３８５０ ２１􀆰 １５９０ １７􀆰 ６０５０ １２􀆰 ２１３０

Ｓ⁃Ｙ ｗｅａｋ ＩＤ 检验临界值（１０％ ） ８􀆰 ９６００ １１􀆰 ５９００ ８􀆰 ９６００ １１􀆰 ５９００ ８􀆰 ９６００ １１􀆰 ５９００

样本数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６０２

　 　 注：括号中为稳健 ｚ 值；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报告，备索

３．调节效应的 ＬＩＥ 假设和共同支持检验

上文对假设 Ｈ１ 给出了基本经验证据，即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越多，则越不利于基础研究驱动经

济发展，弱化了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的正向影响。 按照 Ｈａｉｎｍｕｅｌｌｅｒ 等（２０１９） ［２９］，只有符合 ＬＩＥ 假

设且调节变量满足共同支持条件，调节效应检验结果才能确信。 先对调节效应进行 Ｂｉｎｎｉｎｇ 估计，
结果如图 ３ 所示。 以 ＡＲｈｕｍ１ 和 ＡＲｈｕｍ２ 为调节变量时，ＴＦＰ 对 ＢＲ 的线性回归线斜率均为负，低
（Ｌ）、中（Ｍ）、高（Ｈ）三个边际效应系数估计值与该线较接近，Ｗａｌｄ 检验接受了“交互作用为线性”
原假设（ｐ 值分别为 ０􀆰 ３６８０ 和 ０􀆰 ５３２２），三个估计值分布较均匀，几乎平均分布在四分之一与四分

之三分位数之间的数据区间。 以 ＡＲｈｕｍ３ 为调节变量时，线性回归线向上倾斜，三个估计值趋势不

明显且分布偏右，虽然 Ｗａｌｄ 检验接受了原假设，但 ＬＩＥ 假设难以得到确信。
Ｂｉｎｎｉｎｇ 估计量只有三个点，Ｋｅｒｎｅｌ 估计量则能更好地呈现数据区间内的完整曲线及其置信区

间。 对调节效应进行 Ｋｅｒｎｅｌ 估计，可视化结果如图 ４ 所示。 以 ＡＲｈｕｍ１ 和 ＡＲｈｕｍ２ 为调节变量时，
边际效应估计量大致为随调节变量增大而降低的直线，足以验证此两种情形下的 ＬＩＥ 假设。 以

ＡＲｈｕｍ３ 为调节变量时，边际效应线发生严重弯曲，ＬＩＥ 假设不成立。 而且，图 ４（ｃ）有着较宽泛的

置信区间，说明以 ＡＲｈｕｍ３ 为调节变量时该变量缺乏共同支持，而图 ４（ａ）、４（ｂ）的结果满足共同支

持条件。 再结合 ２ＳＬＳ 检验结果，可断定 ＡＲｈｕｍ３ 对 ＢＲ 与 ＴＦＰ 关系的调节为非线性的。

五、 拓展性分析

１．门槛效应检验

假设 Ｈ２ 提出基础研究投入对 ＴＦＰ 的边际效应随应用研究人员增多而“由正转负”，为验证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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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对调节效应的 Ｂｉｎｎｉｎｇ 估计结果

图 ４　 对调节效应的 Ｋｅｒｎｅｌ 估计结果

一门槛效应，参照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００） ［３０］ 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进行检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 ＡＲｈｕｍ３
的调节效应无法通过内生性检验，且不符合 ＬＩＥ 假设和共同支持，故不再考虑。 检验中设置了 ５００
次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法重复抽样，把异常值剔除概率设为 ０􀆰 ０１，把其他控制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作为协变

量。 以 ＡＲｈｕｍ１ 为门槛变量时，若控制 ＡＲ 则拒绝“不存在单一门槛”的原假设，但接受了“不存在

双重门槛”原假设，即只存在一个门槛；若不控制 ＡＲ 则无门槛效应。 以 ＡＲｈｕｍ２ 为门槛变量时，若
控制 ＡＲ 则拒绝“不存在单一门槛”并接受“不存在双重门槛”；若不控制 ＡＲ 则不存在门槛效应。
无论是否控制 ＡＲ，单一门槛检验下的门槛估计值一致，只不过 Ｆ 统计量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和置信

区间内的极值有所差异，这说明门槛估计较稳健。
表 ８ 面板门槛效应检验

门槛变量 是否控制 ＡＲ 原假设 Ｆ 统计量 Ｐ 值 门槛估计值 ９５％置信区间

ＡＲｈｕｍ１
是

不存在单一门槛 ３９􀆰 ９０００ ０􀆰 ０６２０ ０􀆰 １７８９ ［０􀆰 １１２２，０􀆰 ２１２１］

不存在双重门槛 １８􀆰 ７７００ ０􀆰 ３８８０ － ０􀆰 ３７５９ ［ － １􀆰 １４５８， － ０􀆰 １２９１］

否 不存在单一门槛 ３５􀆰 ６０００ ０􀆰 １０４０ ０􀆰 １７８９ ［０􀆰 ０９７５，０􀆰 ２１２１］

ＡＲｈｕｍ２
是

不存在单一门槛 ４４􀆰 ５９００ ０􀆰 ０９８０ １􀆰 ８７３３ ［１􀆰 ７９３９，１􀆰 ８９５８］

不存在双重门槛 ２０􀆰 ７２００ ０􀆰 ５４６０ ２􀆰 ３６６９ ［２􀆰 ２５００，２􀆰 ４１７８］

否 不存在单一门槛 ２９􀆰 ４１００ ０􀆰 ３７００ １􀆰 ８７３３ ［１􀆰 ７４２９，１􀆰 ８９５８］

　 　 绘制至少存在一个门槛情形下的似然比（ＬＲ）分布图，如图 ５ 所示，检验设置同表 ８ 一致。 在

图 ５（ａ）中，以 ＡＲｈｕｍ１ 为门槛变量（控制 ＡＲ）时，有一个门限值处于 ＬＲ ＝７􀆰 ３５ 置信区间内，而双重

门限未通过检验；在图 ５（ｂ）中，以 ＡＲｈｕｍ２ 为门槛变量（控制 ＡＲ）时，同样在 ＬＲ ＝７􀆰 ３５ 置信区间内

只有单一门槛能够通过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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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不同门槛变量下的门槛效应 ＬＲ 分布图

门槛效应下不同区间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当 ＡＲｈｕｍ１≤０􀆰 １７８９ 时，ＢＲ 对 ＴＦＰ 影响

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０２，对应的 ｔ 值为 ２􀆰 ２３；当 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１７８９ 时，ＢＲ 的系数为 － ０􀆰 ０１０３，在 ５％水平上

显著为负。 当 ＡＲｈｕｍ２≤１􀆰 ８７３３ 时，ＢＲ 的系数为 ０􀆰 ０００７，在 １％水平上显著；当其大于 １􀆰 ８８７３ 时，
ＢＲ 的系数转为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负。 以上结果充分说明，一旦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绝对量或相

对量超出一定值，内卷化的弊端便充分显现，基础研究成果被应用部门吸收后，不但无法有效转化

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专利，还造成研发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浪费及错配，对 ＴＦＰ 构成显著的负向作用。
当然，在低于门槛值区间内，应用研究人员拥挤化的拖累效应同样存在，只是还不至于引起基础研

究投入对 ＴＦＰ 形成负作用。 人员拥挤对基础研究投入边际效应用的消极影响在所有区间都存在，
上文也已证明该影响服从线性趋势；此处进一步证明了随着该消极影响积累，越过拐点后将明显导

致基础研究投入低效化，构成对经济发展的负向贡献。
表 ９ 门槛效应下固定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变量
门槛变量：ＡＲｈｕｍ１

（１）
变量

门槛变量：ＡＲｈｕｍ２

（２）

ＢＲ（ＡＲｈｕｍ１≤０􀆰 １７８９）
０􀆰 ０００２∗∗

（２􀆰 ２３）
ＢＲ（ＡＲｈｕｍ２≤１􀆰 ８７３３）

０􀆰 ０００７∗∗∗

（３􀆰 ８６）

ＢＲ（ＡＲｈｕｍ１ ＞ ０􀆰 １７８９）
－ ０􀆰 ０１０３∗∗

（ － ２􀆰 ３１）
ＢＲ（ＡＲｈｕｍ２ ＞ １􀆰 ８７３３）

－ ０􀆰 ０１１５∗∗

（ － ２􀆰 ５１）

ＡＲ
０􀆰 ００６９
（１􀆰 ０５）

ＡＲ
０􀆰 ０２２７∗∗∗

（３􀆰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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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９

变量
门槛变量：ＡＲｈｕｍ１

（１）
变量

门槛变量：ＡＲｈｕｍ２

（２）

常数项
０􀆰 ４０２９∗∗∗

（２􀆰 ８２）
常数项

－ ０􀆰 ２０７３
（ － １􀆰 ３９）

Ｆ 检验值 ６２６􀆰 ７２００ Ｆ 检验值 １２０􀆰 ６３００

ρ 值 ０􀆰 ９８７３ ρ 值 ０􀆰 ９７６８

样本数 ６０２ 样本数 ６０２

２．社会保障、信用体系和营商环境的二次调节效应

根据假设 Ｈ３，在平均受教育水平和应用研究人员投入不可逆前提下，要规避或弱化内卷化对

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拖累，则需加强对研发人员或企业家的激励和规制。 按照式（６），分别以

社会保障 Ｓｅｃｕｒ、信用体系 Ｃｒｅｄｉｔ１ 和 Ｃｒｅｄｉｔ２ 以及营商环境 Ｂｕｓｉｎ 为二次调节变量，检验三维交互项

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可看到，三维交互项的表现在各列有所不同。 以 Ｓｅｃｕｒ 为
二次调节变量时，三维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 这说明提高社会保障强度可有效缓解应用研究人

员拥挤的拖累效应。 在较高福利条件下，应用研究从业者可拉长研发周期，让相对较稀薄的创新资

源获得一个积累期，仍有机会取得高质量专利成果，或者受向上流动的激励而加大在重大科研创新

上的努力，最终推动 ＴＦＰ 提升。 以 Ｃｒｅｄｉｔ１ 为二次调节变量时，三维交互项显著为负。 这可能是因

为虽然人群覆盖面更广的信用体系能增进社会互信，规避资产交易和金融借贷中的道德风险，但无

法有效监测科研中的投机行为，反而导致研发人员为防止个人金融业务失信而缩短研发周期，避重

就轻从事研发以获得短期回报，加剧了内卷化。 以 Ｃｒｅｄｉｔ２ 为二次调节变量时，三维交互项为正，但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这说明增强征信信息深度可拓展失信界定范围，使科研的规范度和品位能被

间接计入信用评价监管的量化体系。 尽管该变量对应的三维交互项未通过检验，但至少不像

Ｃｒｅｄｉｔ１ 下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不会明显地加剧内卷化。 这反映了实施以粘合知识、促进分工、推动

联合攻关为目标的科研人员专项规制势在必行。 以 Ｂｕｓｉｎ 为二次调节变量时，三维交互项的系数

均不显著。 这意味着，若内卷化既已发生，应用研究部门向产业供给的是突变性、前沿性较弱的成

果，那么即使制度环境能有效激发企业家精神，企业界加速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革新，也无法使宏

观经济从基础研究投入中获得更多收益。 而且，Ｂｕｓｉｎ 的系数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证实了以

优化营商环境为目标的商事制度改革是经济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只不过，产业化作为科学研究

推动经济发展的最后一环，即使做得再好也无法弥补应用研究内卷化下低水平建设造成的效率损

失。 如果科研人员从事前沿引领技术、颠覆性新技术等根本性创新的动力或条件不足，导致成果

质量低下，那么再好的商业创新也只能是“无源之水”。 总之，要通过制度优化来遏制内卷化的拖

累效应，着力点应尽量前移，充分激励研发人员和团队，构建良性的学术竞合生态，而不应留到产

业化阶段。
表 １０ 加入制度变量的二次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ＢＲ
－ ０􀆰 ００１０
（ － ０􀆰 ５１）

－ ０􀆰 ００６１
（ － １􀆰 ４７）

－ ０􀆰 ０００２
（ － ０􀆰 １５）

－ ０􀆰 ００５２∗∗

（ － ２􀆰 ２６）
－ ０􀆰 ０４５２
（ － １􀆰 ０６）

－ ０􀆰 ０６４２
（ － １􀆰 ６０）

０􀆰 ００１２
（０􀆰 ７７）

－ ０􀆰 ００６７
（ － １􀆰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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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０

变量
被解释变量：ＴＦ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ＡＲｈｕｍ１
０􀆰 ００５０∗

（１􀆰 ８２）
－ ０􀆰 ００５１∗∗∗

（ － ４􀆰 ０９）
０􀆰 ０２０８
（１􀆰 ４９）

－ ０􀆰 ００６６
（ － １􀆰 ４７）

ＡＲｈｕｍ２
０􀆰 ００４４
（０􀆰 ４６）

－ ０􀆰 ００８２∗

（ － １􀆰 ８９）
０􀆰 ０８４８∗∗

（１􀆰 ９８）
－ ０􀆰 ０１００
（ － １􀆰 １０）

Ｓｅｃｕｒ
－ ０􀆰 ０９９１
（ － １􀆰 １１）

－ ０􀆰 ３０７７∗∗∗

（ － ３􀆰 ５８）

Ｃｒｅｄｉｔ１
－ ０􀆰 ０３０５∗

（ － １􀆰 ７７）
０􀆰 ０３３９
（１􀆰 ３１）

Ｃｒｅｄｉｔ２
０􀆰 ０１３８
（０􀆰 ２６）

－ ０􀆰 ３６２８∗∗

（ － ２􀆰 ０３）

Ｂｕｓｉｎ
０􀆰 ０８３２∗∗∗

（３􀆰 ５７）
０􀆰 ０９９２∗∗∗

（３􀆰 ７８）

二维交互项 １
－ ０􀆰 ０００６
（ － １􀆰 ６１）

－ ０􀆰 ００１９
（ － １􀆰 ２９）

０􀆰 ０００７∗∗

（２􀆰 １６）
－ ０􀆰 ００１８∗∗

（ － ２􀆰 ０１）
－ ０􀆰 ００１０
（ － ０􀆰 ３９）

－ ０􀆰 ００７７
（ － １􀆰 ０４）

０􀆰 ０００６
（０􀆰 ８９）

－ ０􀆰 ００２７
（ － １􀆰 ３７）

二维交互项 ２
－ ０􀆰 ０２８４∗∗∗

（ － ２􀆰 ９９）
－ ０􀆰 ０７３３∗∗

（ － ２􀆰 １２）
０􀆰 ０２２４∗∗∗

（３􀆰 ３６）
０􀆰 ０１５９
（１􀆰 ２７）

－ ０􀆰 ０４５８∗∗

（ － ２􀆰 ２７）
－ ０􀆰 １３８７∗∗

（ － ２􀆰 ４３）
０􀆰 ００８０
（１􀆰 ２４）

０􀆰 ００１７
（０􀆰 １６）

二维交互项 ３
０􀆰 ００７３
（０􀆰 ５６）

０􀆰 ０３６４∗∗

（２􀆰 ２５）
０􀆰 ０００６
（０􀆰 １０）

－ ０􀆰 ００４８
（ － １􀆰 ０３）

０􀆰 ０５８９
（１􀆰 １１）

０􀆰 ０９５１∗

（１􀆰 ７５）
－ ０􀆰 ００２４
（ － １􀆰 ０５）

０􀆰 ００２０
（０􀆰 ４０）

三维交互项
０􀆰 ００３８∗∗∗

（３􀆰 １１）
０􀆰 ０１０３∗∗

（１􀆰 ９８）
－ ０􀆰 ００３８∗∗∗

（ － ４􀆰 ４７）
－ ０􀆰 ００４０∗∗

（ － １􀆰 ９６）
０􀆰 ００３１
（１􀆰 １４）

０􀆰 ０１１７
（１􀆰 ４６）

－ ０􀆰 ００１０
（ － １􀆰 ２０）

０􀆰 ０００９
（０􀆰 ３８）

ＡＲ
－ ０􀆰 ００２９
（ － ０􀆰 ６６）

０􀆰 ００７１
（１􀆰 ３５）

－ ０􀆰 ００４２
（ － ０􀆰 ７７）

０􀆰 ００９８
（１􀆰 ６２）

－ ０􀆰 ０３７９
（ － １􀆰 ３５）

－ ０􀆰 ０２２１
（ － ０􀆰 ６７）

０􀆰 ０００６
（０􀆰 １５）

０􀆰 ０１０１∗∗

（２􀆰 ０８）

常数项
０􀆰 ３１４７∗

（１􀆰 ７３）
０􀆰 ３４４９∗

（１􀆰 ９３）
０􀆰 ３８５７∗∗

（２􀆰 １５）
０􀆰 ４６２２∗∗

（２􀆰 ４０）
１􀆰 ５７０８∗∗

（２􀆰 ０９）
２􀆰 ２３６０∗∗∗

（２􀆰 ９２）
０􀆰 ６３２１∗∗∗

（３􀆰 ８４）
０􀆰 ４８６６∗∗∗

（３􀆰 ３０）

调整 Ｒ２ ０􀆰 ９９０６ ０􀆰 ９９０６ ０􀆰 ９９１８ ０􀆰 ９９１４ ０􀆰 ９９２０ ０􀆰 ９９１７ ０􀆰 ９９１８ ０􀆰 ９９２１

Ｆ 检验值 ６􀆰 １７００ ５􀆰 ９８００ ６􀆰 ８４００ ７􀆰 ０７００ ６􀆰 ７７００ ６􀆰 ０８００ ７􀆰 ３５００ ８􀆰 ４７００

样本数 ５４１ ５４１ ５１２ ５１２ １７２ １７２ ６０２ ６０２

　 　 注：括号中为稳健 ｔ 值；各列同时控制了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省略了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报告，备索；二维交互项为核心解释

变量、调节变量与二次调节变量的两两交互项，三维交互项为三者交互项，以第（１）列为例，二维交互项１ ～ ３ 分别是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ＡＲｈｕｍ１ × Ｓｅｃｕｒ 和 ＢＲ × Ｓｅｃｕｒ，三维交互项为 ＢＲ × ＡＲｈｕｍ１ × Ｓｅｃｕｒ，其他列以此类推

六、 主要结论和政策启示

１．主要结论

本文采用跨国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投入驱动 ＴＦＰ 提升过程中应用研究人员投入的

调节效应。 结果显示：①增加基础研究资本投入能够强烈推动 ＴＦＰ 提升，该增进效应显著地受应

用研究人员投入的负向调节；②一旦应用研究人员投入超出一定门槛值，基础研究投入不但无法有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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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转化为产业所需的技术专利，还造成研发资源和人力资本的浪费错配，对 ＴＦＰ 构成显著的负向

作用；③加强社会保障可缓解人员拥挤对基础研究投入增进 ＴＦＰ 的拖累，即有显著为正的二次调

节效应，提高征信覆盖面容易加剧拖累效应，增强征信信息深度的影响不显著，改善营商环境虽对

ＴＦＰ 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无法产生显著的二次调节效应。
２．政策启示

我国面对实现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要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
新是第一动力”理念，正确把握和处理科技人才的投入配比和激励方式。 本文基于国际经验的研

究可为相关决策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目前我国的现实是应用型科技人才队伍正快速扩容。 这是不

可逆的客观趋势，也为我国角逐新一轮科技革命提供了关键战略资源，但若在应用研究环节过度投

入则容易引发内卷化，过于激烈的科研竞争和稀薄的劳均资源导致研发短期行为，阻碍基础研究成

果转化。 基于此，应从“激励人才”与“畅通链条”两方面防范内卷化的不利影响。
一方面，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基础研究，优化完善业绩评价标准，推动形成扎实的科研作风。

一是适度控制单一应用型人才过快增长和重复建设，侧重基础学科及其与应用学科交叉领域的人

才培养储备。 落实高校“强基计划”，激发和保护学生的学术探究冲动，鼓励不同科学领域和应用

场景间的人才交流，支持学生研究兴趣转换，带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效率的知识迁移。 二是

加快构建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分类考核体系，出台对基础学科、边缘学科、冷门学科科研人员评价的

专项指导意见，试点难度系数加权评分制，鼓励科研人员“啃硬骨头”。 三是重视社会保障和科研

征信对内卷化的遏制作用。 通过成果权益分享和再分配，双向激励科研人员，过程平等与结果公平

并重，规避消除短期行为，激发各类人才诚信敬业。
另一方面，厘清基础研究在创新链上的位置及其传播、转移、转化规律，调整投入方向，积蓄转

化动能，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对接融通。 推动科研资助方向多元化，避免重复进入热

点领域。 筛查清理各级各类科学基金的重复资助项目，杜绝基金申报书过度包装，要求申报者对科

学属性和边际贡献举证。 适度提高地区基金和团队类项目资助强度，针对专项项目、应急项目和联

合基金，大幅提高资助比例，加强流程监管和成果鉴定。 处理好财政投入为主的基础研究阶段与企

业为核心的应用研究及产业化阶段的任务衔接、资金融通和风险分担。 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引

领，推动主供合作、项目平台合作、大科学装置共享、区块链合作等多种形式的科研联合。 减少产学

研用合作中的财政直接补贴（刘斐然等，２０２０） ［３９］，探索企业或非财政基金资助基础科学人才项目。
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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